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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傳統的整體觀的思維模式對

意義與神聖價值的拯救 

 

蔡 昱 * 

 

讀了傑佛瑞．彼索普教授的很有啟發性的文章——〈從“生

物醫學模式”到“生物社會心理精神醫學模式”——西方醫學史

的教訓〉(Bishop， 2015)，文中介紹了美國醫學經歷的幾次變革。

其中，兩次醫學模式的改革用心良苦，卻都沒有成功，其結果只

是科學主義侵入了越來越多的人類生命與健康領域。這和我們近

年來觀察到的恩格爾模式傳入中國所遭遇的尷尬處境是相符合

的——它既存在推廣應用中的操作困境，也沒能減緩醫療異化和

醫德下滑。 

西方自啟蒙運動以來本質上經歷的是一場世俗化的進程。一般

認為，啟蒙運動的綱領之一是現代理性主義，但其實質卻是世俗

的工具理性主義。啟蒙思想家在揭露基督教上至教皇下至神甫教

士的不擇手段斂財奢靡、批判基督教的偶像崇拜的同時，也將作

為神聖價值而整合在中世紀基督教神學中的希臘哲學中的理性精

神（指思辨理性）、希伯來的宗教精神（指宗教倫理化）和羅馬

的法治精神（法指自然律）拋棄了。在世俗化過程中，理性不再

為神聖目的服務，而是為世俗目的服務；工具理性也戰勝了思辨

理性，滲透到生活的各個方面——理性成了征服自然的工具、成

了控制社會的工具、成了考量自我效用最大化的工具，當然，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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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了應對人自身健康問題的工具。實際上，工具理性只是應用在

科學和技術領域的思維定勢，把它作為普遍的價值標準是新的教

條主義。 

在西方醫學中大行其道的工具理性是一種還原論的思維方

法，它還是一種空間式的思維方式。它將人的生命整體不斷分割

還原，成為相互分離的系統，再還原成相互分離的器官、組織、

細胞。它將這些分割後的生命要素並置於空間中，還天真地認為

這樣的“零部件”組合起來便是可以“運轉自如”的人了。而在

這樣的還原過程中，也失去了在人的整體層面上才得以向我們敞

開的“意義”，丟失了那些在傳統醫療中曾經令人熱淚盈眶的神

聖價值。這也是西方的醫療模式改革失敗的原因——還原論的思

維模式帶來的宿命。也就是說，意義和神聖價值是需要在整體和

整體性的思維模式中才可能被拯救的。 

與西醫的機械唯物主義的還原論思維不同，中醫和中國哲學

為基礎的儒家生命倫理學（如范瑞平教授創立的重構主義的儒家

生命倫理學）的思考方式是整體性的。這種思維方法將被分析物

視為相互聯繫著的部分，它們仍是有機的整體。因此，中醫從不

將人的生物存在、社會存在、心理存在和精神存在視為相互分離

的系統，而將它們看作是作為部分而相互聯繫著的有機整體。中

醫也認為每一生命層面或身體的每一部份都能反映生命整體狀

況，同時，對任何一部分的治療都離不開對整體的協調，離不開

對整體功能的理順；同樣，儒家的生命倫理學並沒有將人的醫學

放到機械唯物主義的參照框架中去考量，而是放在辯證的人文主

義的參照框架中，這是一種不妥協的現實主義和合理的天道和仁

愛信仰的混合體。在儒家生命倫理學的整體關聯的思維模式下，

醫療模式的進步不應該是把既定的生物範疇與既定的社會領域、

心理領域與精神領域相分離，並分別注重這四個領域。合理的醫

學模式應該以病人是存在於這四個領域的整體為著眼點的。與此

同時，在儒家生命倫理的關照下，人的人格除非從整體上來觀察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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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非了解其生物、心理、社會、精神的狀況和需要的全貌，是不

可能認識病人在情緒與精神上的紊亂的。同理，將人的精神存在

和心理存在的研究與哲學和倫理方面的問題分離，也是得不到準

確答案的。因此，在儒家生命倫理學看來，彼索普教授文中所提

到的心理學的量表在“生物社會心理精神醫學模式”中的應用就

如同“心理人”、“經濟人”的假說一樣不切實際，但這也是工

具理性的另一典型特徵——對質料性價值的數量化衡量。 

彼索普教授在文章最後的提醒是非常誠摯的。中國需要如重

構主義的儒家生命倫理學這樣的“摒棄了妖魔化的儒家，告別殖

民化的儒家，而構建本真的當代儒家，即面對當代的社會現實，

綜合領會和把握儒家的核心主張，通過分析比較的方法找到適宜

的當代語言進行表述，為當代政策與制度改革提供直接的、具體

的儒家資源”（范瑞平，2010）的紮根於中國自己的文化傳統的

生命倫理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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